
距离上海两千多公里外的防川国家重点
风景区内竖着一尊高大的花岗岩吴大澂半身
像，吴大澂是苏州人，喜爱金石、喜爱诗文，一副
书生俊秀儒雅的模样，然而雕像上的他眉目凛
然、神情威严，右手扶在一块石碑上，石碑正面
刻着他古朴雄浑的两个字，“龙虎”，一副豪迈的
气概。景区位于吉林珲春，吴大澂当年在这块
土地上做过官，这里的人们深深爱戴着他，因
为在他们眼里，他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仅仅三年时间，沙俄分别在1858年、1860
年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中俄瑷珲条
约》《中俄北京条约》，抢占了大量的中国领土，
其中包括珲春境内全部东南沿海地区，使珲春
由此从滨海变为了内陆。之后沙俄仍越界伤
人、偷移界牌，使边境事端不断，进而于1875年
派兵越界侵占了位于珲春南部的黑顶子（位于
今珲春敬信镇），设下卡筑上房，扬言珲春河的
左岸，全是俄国的。

1880年，吴大澂来到吉林督办防务，这个
文弱的书生一天没有停歇，数年时间踏遍了边
境每一寸土地。他发现由于风吹雪打和俄方
的肆意挪动，我方木质界桩早已毁损不堪；沙
俄甚至将中俄的界碑用马驮到中朝边界的图
门江口，把界碑埋上就成了他们的领土，当地
人称作“马驮界碑”；从珲春河到图们江五百多
里边境线，竟然没有一根界桩；黑顶子山一带
早已变成俄国兵营，中国连一只兔子也跑不进
去……

经过交涉，吴大澂受命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共同与
俄方于1886年春季重新勘界，之后与俄方展开了一场历时
五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其间与盛气凌人的俄方代表针锋相
对、据理力争，终于补立、重立、挪回了诸多界碑，收回了黑顶
子，获得了中国船只自由出入图们江口的保障，并在珲春通
往岩杵河必经的长岭子山口，在人工凿石垒砌成的方形石坛
（边长1.7米，高0.7米）上立下一根高4.15米，宽1.03米的铜
柱，上刻吴大澂书写的篆书四行五十八字：“光绪十二年四
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
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封国有维，此
柱可立不可移。”

著名学者胡适的父亲胡传1881年拿着张佩纶的信找到
吴大澂，张经甫代胡适兄弟撰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里有一
段记述说明了胡传的来意:“先严素志四方，尝言中国之患在
西北，而发端始必东北。苦东北图志阙如，遂慨然欲游历东
三省，考其形势，以备非常。”吴大澂对他说：“绝塞千里无人
烟，你孤身何以游历，宜留我营图之。”胡传于是留在了吴大
澂军营，直至1886年与俄方谈判成功，由于母亲过世胡传才
告别吴大澂返回乡里。铜柱建立后，吴大澂曾命人将柱上铭
文拓下，胡传有一位同宗亲戚是胡开文墨庄的业主，趁此次
回乡，吴大澂特意请胡传去胡开文墨庄定制了“铜柱墨”，以
为纪念。

书香气息浓厚的上海福州路有一间陈列、收藏、研究中
国毛笔、墨及文房四宝的专业主题博物馆，上海笔墨博物
馆。2014年，吴大澂后人、书画家吴元京在与笔墨博物馆工
作人员的交谈中提起了铜柱墨的往事，他不无遗憾的说，可
惜现在找不到当年胡开文墨庄制作的铜柱墨墨模了。

工作人员了解后随即联系上海曹素功墨厂，由于20世

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上海胡开文墨厂与厂
里作为生产资料的墨模共同并入曹素功墨厂，
这块墨模或许就在库房里，只是“深藏陋巷无
人知”。墨厂的库房存有自清乾隆起一万多块
墨模，经过工作人员多日的寻找，竟然发现了
多款铜柱墨墨模，有一两、二两，也有半斤、一
斤，由于它的独特历史意义，自此作为展品展
出在了笔墨博物馆。

吴元京得到这个消息后难掩喜悦之情，恰
逢2016年为吴大澂建立铜柱130周年，这位吴
氏后人遂决定请曹素功依原铜柱之形重新制
作铜柱墨，以示他对先人的缅怀之情、对祖国
的热爱之心。

墨厂对这款墨的制作极为重视，由于清晚
期制模的字迹全凭摹刻，迻刻中总有不如意
处，笔墨博物馆特地找到民国初年吴大澂之
孙、著名书画家吴湖帆委托苏州振新书社影印
的《中俄边界铜柱铭精拓本》，将原拓的字迹电
脑扫描缩制后，重新排版镌刻墨模。制作中以
高级油烟101为原料，并针对圆柱形墨锭晾干
时容易变形的缺点做了多次的专题研究。经
过一系列的试制、试晾，对工艺不断的推敲、修
改，历经前后两年时间，2016年一个阳光明媚
的午后，当工艺师用真金细致地描下最后一个
笔画，一锭新铜柱墨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眼
前：圆柱形的墨一面为五十八字铭文，另一面
为“铜柱”二字，下有落款：“徽歙曹素功尧千
氏，吴大澂五世孙吴元京监制。”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外国的每次谈判，无
不以割地赔款而告终，从谈判桌上拿回土地、争得权利，吴大
澂是第一次，直到清朝灭亡都是唯一的一次，难怪晚清著名
学者、外交家钱恂在他的《中俄界约斠注》中说：“溯自咸丰八
年至光绪十年，凡中俄立约勘界，无不削地，惟此一次为展
界。”不过令人悲愤的是，这根铜柱在1900年沙俄再次入侵
珲春时被碎为两段，掠往了俄境。今天，柱毁墨存，这锭墨注
定是不朽的，因为它不仅体现着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新时
代工匠精神，更深深熔铸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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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是汉字的点画和结体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不同形态，
古往今来，正体字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分书、隶书和楷书等，草体
字有行楷、行书、行草、草书和狂草等，其中内涵最复杂的是隶书，
名称最混乱的也是隶书。因为在它基础上产生了分书，产生了楷
书、行书和章草，所以它的名称有的时候可以说是分书，也可以说
是楷书，行书或者草书。后人研究书法史，常常被它搞得晕头转
向，最典型的例子是郭沫若在《兰亭》论辩时，将史书上说王羲之

“善隶书”的隶书理解为分书，而《兰亭》中没有分书的波磔挑法，因
此他认为就是伪作。其实这种说法没有搞清楚隶书的名实关系，
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那么，如此复杂而混乱的隶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字体呢？
其实，它开始只是篆书的草体，以后滋生出各种字体，成为各种字
体的名称，最后被确定为汉代流行的正体字，也就是有蚕头雁尾和
波磔挑法的分书。这个演变过程很长，需要慢慢说来。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在传达信息时，越准确越好，越便利
越好。但是，要准确就要写得工整严谨，费事耗神，一点也不便利，
要便利就要写的潦草简略，辨识不清，很难保持准确，准确与便利
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通融的手
段就是根据信息内容的重要与否来决定，凡是历史性文件或其他
重要内容，为了准确，不惜费事耗神，写得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凡
是平时的日常书记，为了便利，则写得连绵奔放，潦草简略。于是，
同样一种字体就出现了正与草两种写法。

殷商的甲骨文和两周的金文都是重要内容，用正体书写。到
了战国末期，国家机器发达，各种律令档案成倍增加，睡虎地秦简

《内史杂》云：“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下级部门有所请
示都要写成书面报告，以便稽查，这样一来，文字的使用范围空前
扩大。为提高效率，不得不想办法快写，字形的端正顾不上了，笔
划也越来越草率，于是草体应运而生。

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推行“书同文”政策，对字体做了规范化
的改革，在正体方面，“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

《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在草体方面，
“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
者增益，多者减损，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
为御史，使定书，或曰程邈所定乃隶书也”。整理规范后的草体，取
名为隶书，隶书就是篆书正体的潦草写法。

以隶书作为草体的名称，名实关系非常贴切。班固《汉书·艺
文志》说，秦始皇时“始兴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约，施之于
徒隶也”。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
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卫恒《四体书
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
……隶书者，篆之捷也。”这些记载都说隶书与小篆同时产生于秦
始皇时代，它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篆书经过约易后的快写，为篆书
的辅佐字体，应付日常使用。第二，它书写一般内容，流行于下层
皂隶之间。隶书的这两个特点与古文“隶”字的意义完全相同，《说
文解字》：“附着也。”与“佐书”的意义相通。“隷”字从“隶”，《说文解
字》：“隶，及也。”从隶之字如“逮”等均训“及也”，“隸”也应当含有

“及”义，与隶书“以救篆之不逮”意义相通。而且，《集韵》：“隶，贱称
也。”与流行于下层皂隶之间的意义相通。古人用隶字来命名篆书

的草体，名副其实，非常恰当。
隶书应付日常使用，粗一点细一点没关系，正一点斜一点不讲

究，甚至多一笔少一笔也无所谓，因此字体不稳定，始终处在因革
损益的流变之中。秦代的隶书如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
点画结体与小篆相近，到汉代，隶书的点画出现波磔，字形变扁，与
秦代篆书完全不同了，于是经过规范和整饬，“饰隶为八分”，产生
了新的正体字叫做八分或分书。到了魏晋时代，隶书继续变化，点
画出现逆入回收的连贯写法，结体开始变长，与汉代的分书完全不
同了，于是经过规范和整饬，产生新的正体字叫做楷书。而且本身
与汉代的隶书也完全不同了，于是为了加以区别，把名称改为行
书。

不仅如此，隶书作为篆书的草体，开始时潦草程度不高，到了
汉代，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为了追求效率，不得不更加潦草，“存
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于是出现草书，这种
草书开始只是大量的省略，点画有波磔挑法，结体方扁，字体独立，
被称作章草，后来为了进一步提高书写速度，开始追求连绵，不仅
点画逆入回收，上下连绵，而且字与字也开始连贯起来，发展成了
今草。张怀瓘《书断》说：“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

总而言之，篆书之后的所有字体都是从不断变化发展的隶书
中逐渐衍生出来的，当它们还未成熟，没有经过整饬规范，作为新
字体出现之前，人们不可能预先为它制定一个新的名称，一般都是
沿用旧名，原来叫什么就叫什么，原来与隶书有直接的血脉关系，
因此都可以叫做隶书。当它们发展成为新的字体之后为有了新名
称，旧名称的消亡和新名称的确立，也需要一个漫长的约定俗成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隶书之名仍然被沿袭使用，比如，分书是在隶
书基础上整饬而来的，就可以称之为隶书，南宋高宗《翰墨志》说：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隶、篆五体，往往篆、隶自成一家，真、行、草
自成一家，以笔意不同”，这里的隶书指的就是分书。陈槱《负暄野
录》说：“隶书波磔皆长，而首尾加大”，指的也是分书。再如楷书也
是在隶书基础上整饬而来的，也可以叫做隶书，张怀瓘《六体书论》
中没有楷书，只有隶书，这个隶书显然指的就是楷书。《唐大典》卷
十说：“字有五体，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八分、五曰
隶书”，这个隶书也指的是楷书。宋代朱长文的《宸翰述》说虞世南

“其隶、行皆入妙品”，说王知敬“善隶、草、行”，楷书名家都被称为善
隶书，可见隶书即楷书。如行书也是在隶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
可以称为隶书，孙过庭《书谱》说：“且元常工于隶书，伯英尤擅草
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张怀瓘《书断》说：“若钟元常善行押
书是也，而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这里的“隶书”和“行押书”，其
实就是今天所谓的行书。再如草书也是在隶书基础上发展而来
的，也可以称为隶草和隶书。赵壹《非草书》说：“盖秦之末，刑峻网
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魏书·崔
玄伯传》说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这里的“隶草”
和“草隶”就是今天所谓的章草。

总之，隶书开始时作为篆书正体的潦草写法，始终处在不断的
流变之中，内涵太丰富了，名称也太混乱了，研究书法史的人，在利
用史料时，必须小心对待，不要一看到隶书就想当然地以今天的概
念去理解，一定要联系上下文，看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分书、楷
书、行书还是章草？否则就会犯郭沫若一样的错误。

1.支撑海派书法崛起的历史成因
《上海千年书法图史》（近现代卷）的历史界定

是从1843年上海开埠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海派书法是在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城市形
制的开放、东西文化的交融、商贸经济的发展、人文
环境的改变及市场需求的增长等多元因素而形成
发展的。因此，海派书法具有历史时段的界定（上海
开埠）、社会背景的依托（开放兼容）、群体构成的属
性（各地移民）、从艺形态的特征（兼容并畜）、城市模
式的供养（市场经济）。

与海派书法概念相对应的是海上书法。海上
书法是以本土书法家为界限，在历史阶段、群体构成
及流派覆盖上，都与海派书法有着诸多的不同与区
别。海上书法从历史过程上讲是涵盖了历朝历代
曾在上海生活、创作的书法家，其中最典型的是西晋
的陆机、陆云，明代“华亭派”及领军人物董其昌，“嘉
定四先生”李流芳等。因此，从流派性质来看，海派
书法是近代型的，海上书法是传统型的。从流派形
态来看，海派书法是开放型的，海上书法是区域性
的。从流派特征来看，海派书法是市场型的，海上书
法是书斋型的。从流派组成来看，海派书法是移民
型的，海上书法是本土型的。因此，在中国近代艺术
史上，海派书法的崛起和发展具有的勃发的审美创
造力和强大的艺术包容性，表现了一种开放的美学
意识和先进的创作理念。由此可以确认，海派书法
是古代书法的终结，近代书法的开端，在中国书法史
上具有承前启后的谱系意义及艺术更新的开拓作
用。

海派书法崛起之时，上海已呈现了开放的势
态，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金融的发达、贸易的兴
盛等，使上海一跃成为中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城市，
正是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平台上，为来自各地(主要是
江浙)的书法家们展示了一片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新
天地。因此，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卷六》中
说：“当时的上海，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
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而来。”从而形成了
以赵之谦、张子祥，胡公寿、虚谷、吴鞠潭、潘韵卿、汤
熏伯、高邕、蒲华、吴昌硕为代表的早期海派书法
家。这批书法家群体的形成，标志着真正意义上在
上海拥有了职业书法家，并以一个重大流派的形态

“亮相”于世，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更新换
代的重大意义。

海派书法是在一种社会转型、政治变革、都市
发展、经济开放的综合因素下应运而生，也就是说，
在上海这个“近代”意义的城市中，在东西方文明交
汇最活跃社会氛围里，形成并崛起了一群砚田鬻书
为生的书法家群体，如赵之谦、张熊、胡公寿、徐三
庚、虚谷、蒲作英、张子祥、高邕、杨岘等人他们已不
是传统文化环境中的文人书家，烟云供养，雅兴挥
毫。而是在新兴城市空间中，将接受市场严峻的选
择的受众挑剔的取舍，从而使上海成为全国书画艺
术群雄逐鹿的之地。当时的海派职业书法家们“润
笔皆有仿帖。”(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书苑名家林
立，笔墨争奇，风格荟萃，具有艺术人才的领先优势
和艺术创作的雄厚实力。正是上海文化的兴盛、经

济的繁荣，孕育并促成了一个海派书法家群体的诞
生，而海派书法创作的兴盛，又提升了一个城市的整
体文明。这正是海派书法崛起的真正的历史成因
和社会背景。

在早期海派书法家中，赵之谦是一个颇为特殊
的人物，他被公认为前海派书法领袖人物，更重要的
是从艺术观念上讲，他具有综合变通精神及多方吸
纳意识，精于诗、书、画、印，并善于在师承传统的基
础上推陈出新，富有市民意识与商品理念，而这正是
海派艺术的主体精神和思想宗旨。唯其如此，历史
垂青于他，将他推上了“前海派”书法领袖地位。从
文化学意义上来看，艺术创作活动的形式与内涵、价
值与效应是积淀在整个文化系统内，活跃在整个艺
术过程中，从而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以后
的艺术创作产生辐射，不仅为文化更新提供媒介，而
且为艺术突破提供能源。也正是在这个思维坐标
上来透视赵之谦艺术创作，才能发现其独特的文化
意义与艺术价值。从大文化背景上来看，赵之谦的
这种秉性气质是传统文化中士大夫人格的体现。
从个人性格基因来看，是种优化的智能结构、韧性的
意志精神、建树型的抱负理想所导致。赵之谦成功
地运用了变通精神，从而使海派艺术才有艺术创作
上的扩张力与包容性，艺术精神上的变通性与创造
性。赵之谦的艺术创作为后代提供了一种艺术美
学图式。

2.民初海派书法家的从艺形态
和吴昌硕的历史贡献

一个艺术流派的兴盛与崛起，与该流派成员群
体的组合有着直接的关系。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
一个最重要、最活跃、最强势的艺术流派——海派
书法与1912年就这样邂逅了。

然而，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实在以往的海
派书法研究中却是被遮蔽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
曾指出：“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艺术之问，重在
探明根源，阐发义理，彰显价值。因此，对于艺术史
的研究是重在发现艺术演变过程中重大转折的契
机或是引起巨大变革的成因。诚如温尼·海德·米奈
在著名的《艺术史的历史》中所说：“什么是艺术史，
它从那里来，它的背景是由怎样的思想、制度和实践
所写成的。”历史地看：正是1912年为海派书画提供
了一个高端发展的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为此，
可称其为“1912年现象”。

1912年（即中华民国初年）的上海，汇聚了一大
批清廷的末代官员，他们中的人大都在清廷中担任
高官或相当一级的官吏，有的是皇帝的老师太傅、大
学士、尚书等，有的还担任过总督、巡抚等封疆大
吏。南昌城头的一声炮响，轰掉了末代君主的皇冠，
这些高官大吏的仕途也就此终结。于是他们纷纷

来到生活条件优越、文事艺苑兴盛、城市经济繁荣的
上海当起了寓公。出于生存的需要而靠鬻艺卖字
来维系。此时他们的社会身份已不再是高官大吏，
而是士大夫阶层。他们的个体角色，已不再是食俸
禄的官僚臣子，而是自食其力、以艺谋生的名士。他
们原本都是精英与名流，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独
特的艺术造诣，因为忙于仕途从政而掩盖了其艺术
上的专长。如今从官场上退下来，他们又重拾艺事，
涉足书法翰墨、丹青金石等，展示了勃发的艺术创造
力和高迈的笔墨表现力。这些硕学鸿儒在这近代
大都市的舞台上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成了海派书画
的高端群体，从而形成了中国艺术史上一个特殊而
又难得的人才高地，完成了从封建末代官吏到近代
海派书画家的集体转业换岗。正是由于他们的加
盟，使海派书法群体的创作实力、文化层次、艺术境
界、笔墨风格、社会地位得到了整体性的提升。如陈
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
郑孝胥、李瑞清等，他们中有的是国学大师、诗坛盟
主、文苑词宗，有的是维新运动领袖、实业巨子、出版
巨擘等，如此强势的阵容乃至豪华的组合，使海派书
画艺术衔华佩实而绚丽芬芳，文采风流而独领风骚。

历史有时就象一个万花筒，有些偶然的、并不
经意为之的因素出现，往往导致了一种巨大而富有
转机的嬗变。海派书法艺苑在清末民初之际，与这
批从宫殿官场上退下的高官、名臣、大吏、巡抚不期
而遇，而改朝换代的时代洪流又挟带着他们自觉或
不自觉地汇入了这个新崛起的艺术流派。这批高
官名臣、封疆大吏、尚书翰林，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
原先曾是皇家书法家，而今由于一个朝代的颠覆和
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走向民间，直面市场。于是，历史
的进步和艺术的升华同时出现了，海派书法界正是
由于这些高层次、大名士的加入而改变了其原先的
人员结构成分，从先前以职业民间书法家为主的群
体转变为一个由名儒大贤组成的士大夫群体，从而
获取了书法艺术的创作制高点、主流话语权和审美
导向性。海派书法家的如此阵容，这在当时乃至今
后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这批士大夫书画家又
面临着市场的抉择，这就使他们的书法创作从个人
化的空间走向了社会化的受众，从雅玩清赏的休闲
心态转向适应市场的商品需求，为此他们对自己的
书法创作形态进行了调整和变法，以适应受众的审
美，雅俗共赏而求新求变，如李瑞清、沈曾植在书法
的笔墨线条中，有了新的感悟和展示，因而显得格古
韵新，颇得时誉。

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海派书法艺术风格
的最后确立和艺术影响的最大辐射是和吴昌硕的
领袖作用、艺术能量、人格魅力分不开的，他是作出
了决定性的贡献。吴昌硕在书画印三个领域实行

了全方面的突破和整体性的创新，并以自己深厚全
面的艺术修养滋润着自己的笔墨丹青和金石篆刻，
成了一代开宗立派的巨匠，并以大师的创造能力、高
超造诣、开放心态、豪放气魄参与了海上题襟馆书画
会、豫园书画善会等社团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培养了
潘天寿、沙孟海、钱瘦铁、王个簃、诸乐三等一批精英
人物，成为海派书法家的一面旗帜。更重要的是他
以那种雄健郁勃、瑰丽豪放的金石气韵神姿，博得了
上海新兴市民的喜爱，同时也受到了海外艺苑的肯
定，从而使自己的书法艺术寻觅到了社会各个阶界
的知音，也就是说使自己的书法作品真正具有了艺
术元素和市场要素，不仅整体提高了海派书法的社
会地位，而且真正确立了海派书法的品牌影响，使海
派书法凸显了鲜明的生活情致，强烈的时代精神、独
特的笔墨形态、多元的风格汇聚，使上海成为当时全
国书法创作的中心和最为活跃之地。从而生动而
典型地说明了一座城市先进的人文环境对艺术创
作所起的推动促进作用。因而在创作观念、审美情
趣及表现形态上激活了海派书法的群体能量和本
体张力，使海派书法家们有结社、出版、办展等经济
实力。

3.二三十年代海派书法家的群
体优势和卓越贡献

正是凭借着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经济活
力，海派书法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一个鼎盛
期，涌现了一大批，也就是说以吴昌硕为主帅的海派
书法家群体至此已达到了其巅峰状态。代表人物
为吴湖帆、吴子深、冯超然、黄宾虹、贺天健、赵叔孺、
王福厂、沈尹默、刘海粟、钱瘦铁、马公愚、张大千、丰
子恺、来楚生、潘伯鹰、邓散木、谢稚柳、唐云、陈巨来
等。这批第三代海派书法家有着良好而完善的智
能结构和独特而优越的成才条件，具有浓厚的人文
精神，他们中有不少人都系大学教授。

第三代海派书法家崛起的年代，正是处于二十
至三十年代这个上海都市发展黄金期。这个时期
的上海已成为中国乃至东南亚的大都市，其发达的
经济、繁荣的商贸、兴盛的金融、先进的工业等物化
条件，为海派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
宽广的空间，由此而形成了大海派文化艺术圈的全
面昌盛，在众多领域开风立派、成就卓然。各路精英
相聚汇集，大师以群体阵容出现，这可以讲是形成了
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史上十分特殊的阶段。“上海比较
稳固的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是在民国时期，特别是
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民国的上海不再是一个边
陲小城，也不只是一个通商巨埠，此时的上海是一个
国际性的大都市，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心和中国新闻
出版业中心，也开始有原创性文化，大众文化如通俗
小说、电影等日渐发达起来；这里也是中国现代文

学、美术等高雅文化最有成就的地方，现代中国许多
大师级的文学家、艺术家在这里生活和从事创作；各
种人文和自然科学社团空前活跃；同时，借助于发达
的出版业，上海也抢救、整理出版了大批古籍，对中
国文化建设有重要贡献。”（《上海》）

第三代海派书法家群体的崛起，前有第一代海
派书画家赵之谦、张熊、任熊、高邕、徐三庚、胡公寿
等人的开路掘进，后有第二代海派书法家吴昌硕、王
一亭、李瑞清、曾熙等人的筑台攀登。而至第三代海
派书法家时，已是高潮迭起、波澜壮阔。

第三代海派书法家群体构成及创作形态是很
有时代特征和艺术特点的。在整个中国美术发展
史上，历朝历代大都有大师的出现，但仅是个别或是
几个杰出代表领袖群伦。如明代以董其昌为领袖
的华亭画派，清代以金农、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
怪”画派。而第三代海派书法家却是以群体性的大
师阵容出现，而且均卓有建树、影响深远，这在中国
艺术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对第三代海派
书法家进行研究和评述，不仅涉及艺术创造学问题，
而且涉及艺术人才学、艺术流派学、艺术社会学诸问
题，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意义是重大的。

正是通过对第三代海派书法家的个体考察，发
现他们在海派书画这面大旗下，他们每一个人都几
乎代表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可谓是“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如吴湖帆的富美华润、吴待秋的典雅婉约、
吴子深的秀逸旖丽、冯超然的精湛醇雅、黄宾虹的朴
茂高古、贺天健浑穆淳厚、潘天寿的峻丽奇崛、刘海
粟的雄浑豪放、沈尹默的清逸隽秀、张大千的雅致遒
丽、钱瘦铁的劲健郁勃、来楚生的格古韵清、唐云的
奇谲朴拙、马公愚的畅朗端润等均独树一帜。可以
这样讲，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群体风格打造和流
派艺术创造。

百年辉煌，百年轮回。从清末民初发轫的海派
书法自此进入了全盛期，大批著名书法家云集上海，
形成了老、中、青书法家群体，容纳了不同的风格流
派，那真是一个令人怀缅的“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笔
墨时代。从艺术发展史上来看，这个时期的海上书
法苑为中国书法界打造了一支艺术精英团队，为日
后涌现的大师名家建构了一个平台，从而支撑起了
百年中国书法艺术的大师之门。

与名家辈出、精英荟萃的近代上海书法家群体
相对应的是上海书法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兴盛，如书
法家社团的建立、书法展览的频繁、书法教育的建
立、书法碑帖的出版、书法理论的著述、书法艺术海
外的交流乃至笔墨文房业的发展等，从而使上海近
代书法呈现了事业性的发展和时代性的推进，具有
文化的建树意义与历史的贡献价值。

《上海千年书法文化图史》（近代卷）以图史的
形式展示上海近代书法的兴起、演变、发展。以纪年
的方法介绍其人物、纪事、社团、展览、教学、著述、收
藏及对外交流等。从而整体性、概要性、史学性地展
示上海近代书法的艺术成就、书学影响及历史地位，

全书以图证史，以史载图。图史合一，图文并
茂。力求编排严谨，文字简练，图版清晰，条目精要，
论述客观，探幽抉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
值、研究价值、参考价值及实用价值。

海派书法家崛起的历史成因与艺术形态
——《上海千年书法图史》（近现代卷）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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